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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两个个案的比较

应　星

提要:本文从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情感体现方式———“气场”的概念着
手 ,通过对西南地区两个个案的比较分析 ,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
集体行动类型的发生机制。本文先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概念的辨析 ,然后从
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气场”的六层分布与此类事件发生之间的关联 ,并在最后
提出如何把握预防和处置这类事件的关键之处。

关键词:气场　群体性事件　情感　分层　情境动员

一

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

高速增长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 ,一些深层次

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察这些社会矛盾

的信号 ,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近十多年来 ,群体性事件

表现出了数量扩大 、规模增加 、行为激烈 、诱发点多 、涉及面广 、对抗性

强等特点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群体性事件从 1993年的 1万起

增加到 2004年的 7.4万起 ,年平均增长 17%;参与人数由 73万多人增

加到 376万多人 ,年平均增长 12%;其中 ,百人以上参与的由 1400起增

加到 7000多起。20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一度下降 ,但从 2006

年起又上升到 6万多起 ,到 2007年达到了 8万多起 ,而在 2008年间更

爆发了一些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王东进等 ,2004;李培林等 , 2008)。

由于多种原因 ,学界以往对群体性事件所进行的专门 、深入的理论研究

甚少 。而今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既提出了加强相关理论建设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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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也提供了从现实案例剖析出发构建理论的可能性 。

我在以往对集体上访和抗争性聚集① 的研究中曾提出应将它们

与群体性事件区分开来(应星 ,2007a , 2007b)。尽管这三种形式都可被

看成宽泛意义上的集体行动 , ② 尽管无论是集体上访还是抗争性聚

集 ,与群体性事件之间都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关注它们之间的

断点 ,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独特的发生机制 ,既能使我们在理论上真正

丰富集体行动的研究范式 ,也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地建立预

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然而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关于群体性事

件的统计 、报道和研究都没有作这样的区分(例如陈晋胜 , 2004;周保

刚 ,2008)。为此 ,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特作如下界定:它是指由人民内

部矛盾引发的 、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 、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

者的群体聚集事件 ,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 、出现了比较严重

的违法行为 ,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显然 ,群体性事件不

同于维权行动的特点在于 ,它具有较强的自发性 、暴力性与违法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相关概念作一简要辨析 。

群体性事件不同于革命 、叛乱或暴动的特点在于 ,它尽管是制度外的群

体政治行动 ,但并不旨在挑战社会基本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而是由人民

内部矛盾引发的 。它不同于团伙犯罪的特点在于 ,它不是以哄抢财物 、

破坏秩序 、伤害人身为直接目的的刑事犯罪 ,而是带有某种合理性的行

动渊源或背景 ,违法犯罪行为只是这种行动的“派生”后果。它不同于

群体械斗的特点在于 ,它不是民间的群体性纠纷 ,不是纯粹的治安性案

件 ,而是群众把目标指向政府 、企事业或社会其他管理者 、由利益纠纷

引发而又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群体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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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国勤(2007)在梳理“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后 ,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 , “基于
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是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框架。笔者部分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可以用

“集体行动”来统摄相关的概念 ,但前面不宜加上“基于利益表达的”限定 ,因为只有这样 ,
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集体行动”这个概念框架下 ,包括如下子概念:(1)群

体性骚乱事件,或西方学界常用的集体行为;(2)集体上访 、抗争性聚集(包括伴随有集体

上访或抗争性聚集的群体性诉讼),它们可被统称为维权行动 ,或西方学界常用的社会运
动;(3)反叛或革命。西方学界有时又把反叛 、革命与社会运动整合为“集体抗争”这个概

念(麦克亚当等 , 2006)。

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 gatherings)原出自蒂利(Ti lly , 1978:275)原指十人以上作为某个群

体的代表 ,聚集在政府门外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但蒂利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区分

这种聚集过程是否出现了暴力行为。我后来对这个概念作了新的定义:十人以上的群体
代表用较为理性 、节制的方式聚集在政府门外或其他重要场合表达诉求的方式(2007b)。



可以说 ,群众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背景 ,

行为违法是它的客观后果 ,但它真正的驱动力却在于情感(emotion)。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所定义的群体性事件与布鲁默(Blumer ,1946)、斯

梅尔塞(Smelser ,1962)意义上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比较接近 。

布鲁默 、斯梅尔塞以及更早的勒庞(2007)都是西方早期集体行为

和社会运动理论中情感论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斯梅尔塞提出的加值理

论(Value-added Theory)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情感论范式 。但自资源动员

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兴起后 ,情感论因其看待社会运动整个过程的非

理性和病态性而几乎完全被抛弃 。近年来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开始重

新把情感视角带回来 。不过 ,与早年的情感理论不同的是 ,当代西方学

界对社会运动中的情感的研究特点在于:情感不再被看作纯粹的生理

范畴 ,而是更多地被看作文化范畴 。也就是说 ,情感并非只是个人的自

然属性 ,而是更多具有社会的建构特性;情感并非是排斥认知的 ,而是

可以学习的;情感与理性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Jasper ,1997 ,1998;Aminzade &Mcadam ,2001;Goodwin et al.,2001)。

西方学界早期情感论与当代情感论各有利弊 。早期情感论的力量

在于较为精妙地展示了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心理作用机制 ,斯梅尔塞

更把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斯梅

尔塞理论的不足在于:过于扩大了这种理论的适用边界 ,又简单排斥了

理性在其中的作用 ,也忽略了情感的文化特质 。当代情感论的力量在

于抓到了情感的文化属性 ,并看到了情感与理性的相通之处。但这种

范式同样扩大了理论的适用边界 ,只不过与斯梅尔塞用集体行为来统

合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做法正好相反 ,它是用社会运动和革命来统合集

体行为。而且 ,这种范式常常只是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及

其表现 ,却疏于分析情感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心理机制。有批

评者就指出 ,西方学者近期强调情感的文化属性固然是一个进步 ,但其

对情感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反而不如早期 。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会

表现出某些情感 ,但这些情感性行为是否会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 ,则取

决于该运动的结构条件。比如 ,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在威权社会中 ,社

会运动的发展更有可能受情感而非理性的主导。但是 ,当代情感论却

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赵鼎新 ,2006:71-72)。

要推进对集体行动中的情感的研究 ,就需要把情感放置在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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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正因为此 ,本文试图从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情

感体现方式———“气场”的概念着手 ,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

这既是为了摆脱当前学界盛行的利益主导模式 ,也是为了防止直接搬

用西方学界的情感模式。

本文采取个案比较方法。关于群体性事件 ,可以作多种分类(参见

周保刚 ,2008),但由于情感 利益之别是我们所关心的集体行动的动因

差别 ,所以 ,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分类是以非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

性事件与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 。我们所选取的两个个案

就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它们都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沿江地区 ,都

与水库移民问题有关 ,其中一个案例是 2004年发生在 C区的“10·18事

件” ,另一个是 2006年发生在 Z 镇的“3·21事件” 。这两个案例的材料

基于我近几年所做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①

二

我们先简述这两个事件的基本过程 ,然后再来作对比研究。

(一)C区“10·18事件”

C区是国家一个大型水库工程的移民聚集区。红光路位于该区的

商业区 ,人流量很大 ,距离区政府办公大楼仅 300米左右 。赵力宗是 C

区一个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2004 年 10月 18日下午 1 时许 ,一个

叫李承奎的农民工在途经红光路时 ,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后行走的赵

力宗妻子 。赵妻上前打了他一耳光 ,赵力宗也冲上前去 ,将他的扁担夺

过来 ,朝他的腿猛打。赵力宗边打边说自己是公务员 ,出了什么事 ,花

钱就可以摆平 ,甚至可以出 20万要李承奎的命。赵妻也说自己家里很

有钱 ,围观的民众谁要来帮打李承奎的耳光 ,一记耳光她可以给 20元 。

此刻 ,在场有不少群众表露出不满 ,大家说:“凭什么为这么一点小事毒

打人家? 更何况他已经道歉!”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人们开始传说赵

力宗的身份是区国土局的副局长 ,他因一个小小的身体碰撞 ,竟然用扁

担打断了一个农民工的腿 ,大家应该出来为弱者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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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遵照研究惯例,本文在这两个案例中所涉及的所有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当地派出所赶到事发现场时 ,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围观群众已是

人山人海 ,且义愤填膺。民警来现场后 ,向双方简单询问了事情经过 ,

然后说要将三个当事者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 。这时有人说“天下当官

的是一家 , `棒棒' (当地人对进城农民工的称呼)被打是得不到公正处

理的 !”在场群众闻言 ,拒绝让警车启动 。而警察未能有效地劝阻群众 ,

致使警民对峙了三个小时左右 。这时围观者已增至数千人 ,传言中更

增加了官官相护的内容。区政府后来派一位副区长向围观群众表明 ,

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置此事 ,不会包庇任何人 ,并劝说人们离开。下午 5

点左右 ,三个当事人最终被民警带离了现场 ,但围观群众并没有散去 。

在尚未出现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 ,区政府为防止意外 ,开始调来大

批警力。大批警察的出现使现场气氛更显紧张 ,各种传言继续扩散 ,传

言这时又增加了政府派警察前来镇压打抱不平的群众的内容。这最终

让群众的不满情绪突破了火山口 ,喷涌而出。下午 6点 ,群众砸烂烧毁

一辆警车后 ,开始向几百米之外的区政府大楼集结。区政府大楼门前

的广场能容纳几万民众。晚上 8点左右 ,到区政府门前聚集的群众已

达7 、8千人 ,不断有人高喊着“交出凶手” 、“严惩凶手” 、“打倒官僚”等

口号 。开始时政府派出数十名官员 ,站在政府大楼门前的平台上维持

秩序 ,用喇叭向民众喊话 ,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劝说大家离去 ,并保证政

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群众不但没有退去 ,还向平台

上的官员投掷石块 、花盆等物品。被砸伤的官员只得退进大楼 ,局面进

一步失控 。晚上 9点左右 ,政府大楼门外的十余辆警车 、政府公务车被

放火焚烧 ,人群开始冲上原来官员停留的平台 。防暴警察几度从政府

大楼里冲出来 ,欲将民众从平台上清退。而一些失去理性的群众投掷

石块将警察砸伤 ,还砸毁了政府大楼的玻璃大门 ,并砸坏了大楼内的十

几间办公室 。警民对立情绪不断激化 ,冲突不断扩大 。警方后来使用

催泪瓦斯等强制手段最终将冲入大楼的人群强行驱赶出来 。

19日凌晨 ,一个副区长代表区委 、区政府发表广播电视讲话 ,再度

表明政府一定会查明真相 、依法严惩肇事者。之后 ,围观民众开始逐渐

离开现场 。此后 ,一些积极参加打砸抢的人受到了刑事追究 。

(二)Z 镇“3·21事件”

Z 镇位于西南一著名的河流———小江边上 ,当地沿江村民生活相

当富裕 。2004年 ,小江边将建水电站的消息让全镇及周边的村民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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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 。他们多数人都担心现有的生活质量会因移民而下降 ,因而不愿

搬迁 。于是 ,以镇上一个读过大专的居民———周孝忠为首的一批草根

行动者积极投入了反水坝的动员工作 。他们组织了 7000人的反坝签

名 ,在 Z镇和周边乡镇散发和张贴反坝材料 ,组织以眷恋家乡为主题的

文艺演出(见应星 ,2007a)。但政府方面几年来对村民的反坝呼声一直

没有做出正面的反应 。Z 镇的村民们在焦虑不安中过了两年 。

2006年3月 21日中午 ,受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委托 ,某勘测设计院

派了 7名技术人员偷偷到小江边上的山坡作测量 ,为制订大坝方案作

前期准备 ,结果被Z 镇村民发现。蜂拥而至的 3000名群众在山坡上将

技术人员团团围住 ,要求说明真相 。当村民质问技术人员是谁派他们

来 、他们有什么权利来测量时 ,一个技术人员的口气很大 ,对村民说 ,

“你们别狂 ,你们很快就得搬家了 ,还是自己先去乖乖地找落脚的地方

吧。”这下激怒了村民们。在情绪激烈的推搡中 ,一个技术人员受了点

轻伤。当时有一个近两年跟随周孝忠作反坝动员的积极分子也在现

场 ,他看局面有些失控 ,想出来劝阻 ,但群众此时根本听不进劝阻 。

下午 ,县政府一个副县长带着县政府工作组赶到现场。这个副县

长一来就训斥群众:“把你们江边人喂肥了 ,不听话了?”结果他这话激

怒了众人 ,众人要去追打他 。副县长情急之下 ,居然被逼得跳到江里 ,

后被当地的派出所长救上来。僵持到晚上 ,一个副州长带领的州政府

工作组赶到了。这个副州长看到有技术人员受伤 ,就向激愤的群众提

出 ,他本人愿意留作人质 ,换出其他人质 ,特别是受伤的技术人员 。他

的这番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 ,群众同意把受伤的人质送往医院 ,其余

的技术人员到当地派出所去睡觉 ,而副州长则留在镇政府充当人质。

22日 ,群众把主战场转移到 Z 镇镇政府 。周边乡镇的村民在“Z 镇

私车协会”组织的私车的运送下 ,源源不断地赶来 。有人居然身上绑了

炸药包 ,威胁说要与当官的同归于尽。因为担心再次激怒群众 ,一位副

省长要求州县政府暂时不得动用警察。州县工作组不断做工作 ,希望

能与群众达成妥协。此时的群众群龙无首 ,七嘴八舌 ,但强硬的声音一

直占据主流 ,坚持要政府答应放弃建坝方案 。但政府工作组在这一点

上迟迟不能给予答复 。县里派了许多出身 Z 镇的干部回来劝说群众 ,

但正因为这些干部与在场群众的亲缘关系 ,他们并不愿意去力劝 ,有些

干部甚至躲回老家不再露面。

23日 ,聚集在 Z 镇的人群已逾万人 ,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和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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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牌子都被砸了 ,镇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当

晚 ,在得到省委领导的指示后 ,工作组发布了四点公告 ,明确提出:如果

遭到江边多数百姓反对的话 ,小江水电站就不会立项开工。此时 ,若群

众再不散去 ,政府就准备出动警力强行驱赶了 。所幸群众对政府答应

的这个条件已感到基本满足 ,遂陆续散去 ,避免了流血冲突的发生。

事件刚发生时 ,周孝忠并不知道。他在第一天傍晚知道后 ,担心政

府今后指责他是幕后黑手 ,决定第二天特意出县避风。外出前 ,他让另

一个有县人大代表身份的反坝积极分子 ———阿发 ———在现场尽可能地

控制一下局面。阿发第二天积极联系镇上的私车协会 ,将周边群众运

到Z 镇来;第三天晚上政府公告出来后 ,他又帮助政府将群众劝回家

去。事后阿发和所有参与事件的群众都没有被追究责任。

三

我在分析维权行动时曾指出:“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 、抗拒

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 ,而草根行动者是“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释放 、

升发和调控的主导因素(应星 , 2007b)。尽管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也与

“气”有关 ,但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的 ,我把这种无主之“气”称

为“气场”。所谓“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 ,相互

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 。我先在这一节分析“气场”的层级

推进过程 ,在下一节再从类型的角度分析“气场”的不同构造 。

通过仔细分析上述案例 ,并结合对其他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我按照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 ,把“气场”分为六个层面。

第一层为结构问题层 。这是指由结构性利益失衡造成 、弥散在事

发地区的“气” 。失衡与弥散是这层“气”的基本特征。在一个牵连广

泛 、影响深远 、关系复杂的社会大转型中 ,出现较为普遍的利益失衡问

题 ,这本不足为奇。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目前在市场转型

中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充分的利益诉求机制 ,同时也还缺乏建设“安全

阀”制度(科塞 , 1989)的敏感性。许多基层政府习惯于用高压手段来处

理利益纷争。利益受到损失或威胁的一些底层群体不仅实际利益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且心中的怨气还无从发泄 ,造成心理严重失衡 ,官

民对立的情绪较为普遍。威权体制这种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利益冲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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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对抗常常难以通过制度化 、理性化的方式来化解。很多情况下 ,底

层的不满一方面在高压下遭到压抑 ,另一方面却又正是在高压下得到

积累 、强化和扩散 ,并在寻求着以非制度化 、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时机 。

在C区的“10·18事件”中 ,结构问题层的两个特征隐没在具体事

件背后 ,我们需要作一些延伸分析才能看清楚。C区是国家某大型水

库工程的移民重镇之一 ,国家对这个工程的移民给予了空前的重视 ,投

入大量的资金 ,对移民的各个环节都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 。但是这个

移民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移民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

如 ,库区产业的空心化在移民城区就是相当突出的问题 。由于库区原

有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投资环境也很不理想 ,在关停了一大批效益差

的企业后 ,扶强壮大一批骨干企业的产业规划始终无法落实 ,库区的县

域经济全面萎缩 。在 C区 ,下岗失业职工数量庞大 ,城镇居民生活困

难。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企业迁建和改制的机会让大量国有资产流入

自己腰包 ,一些基层政府也在城镇搬迁 、房屋修建和居民“门面户”①

的复建上与民争利 ,个别官员甚至弄虚作假 、贪污挪用移民公款 ,这使

移民的相对剥夺感甚强 ,对政府存在不少怨气 。然而 ,由于水库移民问

题的敏感性 ,库区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上有很大压力 ,移民采用集体上

访这种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常常遭到基层政府的强力打压 ,移民的问

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弥散在民间的怨气 、官民对立情绪在一天天地

积累 。

而在 Z镇的“3·21事件”中 ,结构问题层的这两个特征表现得很明

显。Z 镇沿江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人们生活富裕 ,史上有所谓“世外桃

源”的美称 。政府计划修建的小江水电站势必会对 Z 镇村民的生活质

量和生存环境带来诸多巨大的消极影响 。村民不愿搬迁的心情是可以

理解的。村民在草根行动者周孝忠的带领下采取了多种温和的 、节制

的表达自己反坝意愿的行动 ,但是政府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在其建坝

计划已遭到村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 ,始终未对村民进行正面的反应 、积

极的疏导和耐心的劝服。村民对政府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非常不满 ,

而这种不满之气平常又缺乏正当释放的渠道 。

第二层为道德震撼层 。这是指某些具有“道德震撼”性质的触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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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将“气”从弥散状态转入凝聚状态。我们这里所用的“道德震撼”

(moral shocks)一词是美国学者贾斯柏(Jasper &Poulsen , 1995;Jasper ,

1998)提出来的 ,指的是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 ,一个未曾料想的事件发

生或一个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 ,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 ,从而使人们

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 ,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值得注意的是 ,

贾斯柏所谓“道德震撼”与麦克亚当(McAdam , 1982)所谓“认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是不同的 。“认知解放”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的

转变 ,是在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而“道德震

撼”强调的是一种令人震惊或眩晕的景象使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的

道德情感受到猛烈冲击 ,并由此焕发出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热情 。

在C区的“10·18事件”中 ,自称公务员的赵力宗及其妻子对农民

工李承奎的无理毒打就构成一个道德震撼事件 。如前所述 ,在 C 区本

已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民对立态势 ,但群众却缺乏正当化的出气渠道 。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 ,自称公务员的人口出“可以拿钱来买命”之类的狂

言 ,其对底层百姓表现出来的极端骄横深深刺痛了群众敏感的神经 ,让

平日弥散的“气”迅速地凝聚起来。

而在 Z镇的“3·21事件”中 ,地方政府暗中委托某勘测设计院到小

江作建坝的技术测量工作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道德震撼事件。这个事

件之所以具有震撼效应 ,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对比感:一方面 ,国家近

年来一直强调实践科学发展观 ,在进行水电工程决策中要高度重视决

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和公众参与 ,尤其是中央政府

2004年2月以“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的精神搁置了怒江水电站的开发

规划;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明明知道 Z镇及周边乡镇的村民大多反对建

坝 ,却进行暗箱操作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坝的准备工作。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这种“落差” ,地方政府的“阴谋”在偶然间的被揭

开 ,使 Z 镇村民骤然间愤怒起来 ,成为整个事件的触发点。

第三层为概化信念层 。这是指由于信息传播的迅速和过滤 ,已经

凝聚起来的“气”被不断加压 ,使人们产生了斯梅尔塞(Smelser ,1962)所

谓的“概化信念”(generalied beliefs)。“概化信念”是人们对某个社会问

题的归因的共同认识 ,它与事情本身的真相无甚关联 ,而是对既有的结

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的凝聚 、提升和再造。在当代社会 ,手机和互联

网的普及 ,使信息传递变得甚为便利和快捷 ,在既有的结构性怨恨基础

上可以瞬间形成“一般化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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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区的“10·18事件”中 ,C区是一个城区 ,并不具有熟人社会那

种便于信息传播的特性 ,但事件发生在繁华的商业闹市区和交通干道 ,

好奇心使围观的人流迅速扩大 。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 ,正如社会心

理学家奥尔波特所分析的那样 ,经历了磨尖 、削平和同化的过滤过程

(奥尔波特 ,2003),最后变质为这样的信息:农民工的扁担不小心弄脏

了区政府某局长太太的衣服 ,这位局长大人为了给太太解气 ,喊来几个

“爪牙”把那个农民工痛殴了一顿 ,结果把他的腿都给打折了。在这个

传播中 ,这个自称为“官”的人的地位被抬高 ,农民工的悲惨遭遇被进一

步夸大 ,由此人们相信亲眼目睹了一个恶官欺压百姓的故事 ,激发了大

家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决心 。

而在Z 镇的“3·21事件”中 ,由于乡村具有熟人社会性质 ,信息本

就传播较快 ,与人们高度关注的建坝有关的消息当然就传播得更快;手

机在乡村的普及更使这种传播具有了现代技术手段。因此 , Z 镇的山

坡上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聚集起 3000 人。某勘测设计院为小江水电

工程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传播中变质为政府早已暗中完成了修建

大坝的立项 ,工程开工在即 ,移民很快就要流离失所了 。由此人们相信

现在必须采取坚决的对抗行动 ,否则家园将不保。

第四层是次级刺激层 。如果说触发事件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初级

刺激的话 ,那么 ,当事者或处置者的失当言行则构成了次级刺激 ,并引

爆了已处于高压状态的“气” 。有的时候 ,次级刺激源可能不止一个 ,多

个刺激源可以相互叠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 ,原来具有正当性的道德

震撼开始转向失去正当性的情绪发泄 ,群体行动从原来的“事出有因”

开始转向“于法无据” 。

在C区的“10·18事件”中 ,次级刺激源主要来自出面处理事件的

派出所民警缺乏敏感性 ,缺乏快速应对能力 。因为在流言中打人者已

经成了区政府的高官 ,民警的这种迟钝反应自然被人怀疑为官官相护 ,

从而遭到了群众的围困。

而在 Z镇的“3·21事件”中 ,次级刺激源则有两个 。一个是勘测设

计院技术人员的挑衅性言论 ,另一个是副县长的训斥性言论。尽管这

个时候出现了草根行动的积极分子 ,他们也意识到应该阻止群众不理

性的行为 ,但群情激荡的局面已经无人可以控制。第一个次级刺激源

导致了技术人员的被打 ,第二个次级刺激源导致了副县长的被逼跳江 。

第五层是情境动员层 。由于此时参与的人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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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足以使参与者藏身在集体的匿名性中 ,并诉诸情境动员 ,来使“气”

再次加压 。克兰德尔曼斯(Klandermans ,1988;克兰德尔曼斯 ,2002)曾在

分析集体行动的共同意识的建构过程时提出了“共意动员”和“共意提

升”两个概念:前者指行动者在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

力;后者指通过集体行动的场景来完成的共意的覆盖范围扩大和强度

增加的过程。受此启发 ,我提出“情境动员”这个概念 ,它是指在群体性

事件中通过场景来完成的行动动员 。“共意动员”和“共意提升”是一个

集体行动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 ,无论是共意动员本身 ,还是共意

提升中的场景 ,都与动员精英有意识的主导有关。情境动员与此不同

的地方在于 ,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 ,或者致力于理性维权的草根行动者

没有在场 ,或者他们即使在场 ,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有的时候 ,当地

的黑恶势力可能插手进来 ,混水摸鱼;但更多的时候 ,这种动员是直接

通过群众的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而自发完成的 。正如勒庞(2007:67)

所说的:“群体感情的狂暴 ,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 ,又会因责任感的

彻底消失而强化 。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 ,这一

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 ,会使群体

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C区的“10·18事件”中 ,当下午 5点三个当事人终于被警察带

离现场时 ,围观的群众并没有散去 。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对峙中 ,在围观

人群不断增加的情形下 ,在流言继续流传的氛围中 ,群众平日对官民对

立 、利益失衡 、社会腐败 、分配不公的诸多强烈不满在群聚中不断得到

汇合和强化 ,紧张的空气已到了一点即燃的地步。

而在 Z镇的“3·21事件”中 ,当事件的主战场从山坡转移到 Z 镇镇

政府后 ,周边上万群众陆续赶来 ,使对峙局面显得更加紧张 。作为草根

行动积极分子的阿发虽然在组织周边村民前来 Z 镇上起了一些作用 ,

但整个局面显然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控的 。这个紧张局面

实际上还是通过民众群聚的场景而形成的。像那种声称背着炸药包前

来的人显然是想借这个群聚的情境把他们一生所受的当权者的“气”都

给释放出来。

第六层是终级刺激层 。在极其紧张的最后关头 ,政府临场处置稍

有失当 ,或者控制不力 ,处置不及时 ,或者控制过头 ,滥用警力 ,都可能

引发“气”以大规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斯梅尔塞(Smelser , 1962)在

他的加值理论中只看到了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是集体行为发生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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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却没有看到社会控制能力的过强也会产生

同样的效果。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来说 ,基层政府更倾向于用

警力来解决群体性事件 ,动辄把警察推到解决干群矛盾的第一线 ,结果

在很多时候适得其反 ,彻底激化了矛盾 。

在C区的“10·18事件”中 ,在围观群众还只有几千人 、尚未出现大

规模骚乱的时候 ,区政府即调来大批警力 ,使“政府即将武力镇压群众”

的流言四处传播 ,反向刺激了参与的人群数量越来越多 ,情绪越来越激

动 ,最终导致了区政府大楼事件的发生 。

而在 Z镇的“3·21事件”中 ,终极刺激则源于社会控制的不力 。政

府在局势尚未恶化时未动用警力 ,这是恰当的。但政府派出身 Z 镇的

州县干部回来劝阻群众是一个失策 ,而政府对群众最关心的是否应该

建坝的问题没有给予及时的答复 ,则是一个更大的失策 。群众越聚越

多 ,气氛越来越紧张 ,实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最终导致了镇政府门

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

“气场”这六层分布的每一层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随

着这些分层逐次推进 ,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

六层分布全部完成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见图1)。

图 1　“气场”分层示意图

为了进一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我们可以把它与维权行

动的发生机制作一个对比 。两者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其一 ,在维权行动中 ,利益冲突是事件原发性的基础 , “气”是行动

再生产的推进力量;而在群体性事件中 , “气”成为事件原发性的基础 。

就前者而言 ,冲突常常是争取利益或赢得尊严的手段;而就后者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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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本身就是目标 ,发泄久被压抑的情绪是其基本需求 。用科塞

(1989:35)的概念来说 ,前者是“现实性冲突” ,即“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

要素得不到解决 ,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

突 ,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 ;后者是“非现实性冲突” ,

即“虽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 ,但它不是由对立双方竞争性的

目标引起的 ,而是起因于至少其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 。

其二 ,维权行动是由草根行动者直接组织的行动 ,其行动是大体可

以预期的;而群体性事件是无组织的行动(即使当地存在草根行动者 ,

他们常常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自觉地回避介入这种事件),行动刚开始是

突发的 ,其过程中的动员是所谓的“情境动员” ,其走势是不可预期的 。

其三 , “气”在维权行动中是受到控制的 ,抗争手段是温和的 ,行动

者为了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 ,可以对冲突的形式 、规模进行某种程度的

理性调控 ,也可以放弃冲突而改用其他替代手段;而在群体性事件中 ,

有节制的“气”已扩展为失控的“气场” ,其激进的非理性行动尽管“事出

有因” ,却“于法无据” 。

当然 ,维权行动与群体性事件在发生机制上并非毫无联系 。两者

的关联从群体性事件本身不同的类型分析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四

如前所述 ,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分类是区分利益相关者是否作

为行动主体 。C区的“10·18事件”和 Z 镇的“3·21事件”就是这种分类

方式下的代表。

C区的“10·18事件”是以无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行动 。尽管

在C区也经常出现水库移民的维权行动 ,但这次事件的发生与所有那

些维权行动均没有直接关联。这次事件的驱动力来自弥漫在整个地区

的官民对立之“气” ,是该地区总体性社会矛盾的体现 。事件的发展过

程基本为“气场”的情景所推动 ,没有受到草根行动者的影响 。这种“气

场”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信号 ,人们急于借此泄愤 ,而不愿谈判妥协 。因

此 ,控制这种群体性事件的难度很大 ———轻易动用警力可能迅速激化

矛盾 ,而社会控制松懈又可能导致某种无政府状态 。

Z 镇的“3·21事件”是发生在 Z 镇近三年开展的维权行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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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以小江水电站潜在的移民群体即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尽管

“3·21事件”不是维权行动的草根行动者所策划的 ,尽管主要的草根行

动者周孝忠在事情开始后即机敏地避走他乡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周

孝忠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此次事件施加某种影响 ,他指派了一个积极分

子———阿发———居间作用 ,哪怕阿发在场无法掌控整个局势。这里我

们可以看出草根行动者在行动上的灵活性。尽管他们深知介入群体性

事件可能对他们自身的安全带来直接威胁 ,但他们仍希望将群体性事

件导向维权行动的目标。也正因为此 ,这些利益相关者相对容易与政

府达成妥协 ,骚乱的规模和程度比较容易得到控制 。

由此可以作三点分析 。

第一 ,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是孤立于维权行动的 ,其“气场”

是弥散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的 ,其利益纠纷 、人格冲突和不满情绪是

长期的 、多重的 。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是与维权行动

相交接的 ,其“气场”首先是具体的维权行动中的“气”激发出来的 。

第二 ,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几乎完全受“气场”的情景感染 ,

很少受到草根行动者的影响;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尽

管也为“气场”的情景感染力所推动 ,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草根行

动者的影响 ,这也是草根行动者在反抗与服从 、违法与依法之间灵活运

用各种行动策略的“抗议的机会主义”(Chen ,2007)的表现。

第三 ,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具有纯粹发泄不满情绪的进攻

性 ,比较难以控制。如何及时疏导 、公开信息 、慎用警力 ,是防止这类群

体性事件规模扩大或再次出现的关键。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

性事件不完全是不满情绪的发泄 ,它也具有某种基于弥补利益失衡的

防御性 ,相对容易控制 ,比较可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从

解决现实利益问题入手 ,避免对草根行动者进行打击报复 ,是防止这类

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或再次出现的关键 。

从群体性事件的这个类型学分析 ,可以进一步看到维权行动与群

体性事件之间某种微妙的关联:一方面 ,两者可能是递进关系 ,维权行

动激发出一个“气场” ,在合法抗争屡屡失效的情况下 ,即使草根行动者

本身拒绝采用暴力的手段来维权 ,也可能爆发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但

另一方面 ,两者也可能是消长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合法抗争的渠道是

较为畅通的 ,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而宽和的 ,那么 ,即使实质问题一

时得不到解决 ,群众的“气”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 ,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

118

社会学研究 　2009.6



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应星 ,2007b)。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群体性事件的不同类型及其与其他集体行动的

异同 ,我根据合法化和组织化这两个维度 ,建立了一个中国集体行动的

分类图(见图 2)。

说明:图中数字的指代:1.以无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2.以利益相关者为主

体的群体性事件;3.抗争性聚集;4.集体上访。

图 2　中国集体行动分类图

五

根据上述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分析 ,可以做这样几点总结。

首先 ,群体性事件在突发性背后存在某种必然性 。这指的是群体

性事件具有突发性 、无组织性 、情境性;但这类事件的发生的确存在结

构性的因素。

其次 ,群体性事件事出有因 ,于法无据。这指的是群体性事件的导

因有某些合理性 ,但参与者行动的发展逻辑却不具备合法性 。

再次 ,群体性事件是有关行动者相互建构的产物 。“气场”不是个

按照预定目标和逻辑展开的世界 ,而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变化可能性和

意外效果的产物 。这与勒庞的群众理论有明显差异。勒庞(2007:45-

51)认为 ,群众现象如同着魔 ,人只要进入群聚状态 ,无论外界如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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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都会径直陷入迷狂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人群势必变成暴民 。“孤立

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 ,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 ———即一

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 。他表现得身不由己 ,残暴而狂热” 。但就群

体性事件的“气场”来说 ,绝不是群众单方面建构出来的 ,而是对峙双方

与处置方不断互动的结果 ,是在打压 、拖延和坚执的拉锯战与突袭 、挑

衅和爆发的遭遇战中形成的。所谓拉锯战 ,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氤

氲” ———群众并非天生的暴民 ,而是在结构性紧张和安全阀缺失中倾向

非理性行动的。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从遭遇战一开始 ,群众的非理性行

动就注定要走向大规模的骚乱 。实际上 ,从“气场”的后五个层面来看 ,

从当事者制造的道德震撼事件到群众形成概化信念 ,从当事者或处置

者的次级刺激到群众付诸情境动员 ,从处置者的终级刺激到大规模事

件爆发 ,是相关各方交替上升 、强化刺激的结果。反过来说 ,政府如果

当机立断 ,处置得当 ,既不反应过敏 ,也不反应迟钝 ,既不控制过头 ,又

不控制无力 ,完全有可能在事件的第二或第三阶段遏制事态的恶化。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本身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能否预防和恰当处置这类事件 。在群体性事件中尽管少数人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 ,但就群体性事件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对国

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正如裴宜理所提出的 ,当代中国的群体抗争框

架是所谓的 “规则意识”(rule consiousness), 而非“权利意识”(rights

consciousness)(Perry ,2008)。因此 ,为了实现社会稳定 ,我们在战术上固

然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但也恰恰是为了真正实现社会

稳定 ,我们在战略上又不能随意夸大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危害 ,处理不

慎 ,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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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do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affect people' s life chances ?Taking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its agencies — to extract enough revenue and to maintain political

support — into consideration ,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ontinued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increases the motivation and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relieve the burden on peasants.At the central level ,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gradually prevailed over its economic need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relieve rural societies.However ,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will

follow suit.Based on ethnographic data from three townships in rural Guangdong ,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the township governments respond to the state' s needs according to

their situation and accordingly increase or decrease peasants' life ch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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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theories have been dominant in the studies of elite under state-socialism.
Walder' s theory of “ divided elite” depicts two distinct elite groups as cadre elite and

professional elite.Szelenyi' s theory of “ differentiated elite” takes on the issue of

differentiation of former elite in transitional post-socialist societies.As neither of the

theories could fully capture or explain the dynamic of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s propose a theoretical model of “ elite exchange and in-group
reproduction”.Elite exchange and in-group reproduction contains two mechanisms:elite
exclusion and elite exchange.The conjunctive function of elite exclusion and elite

exchange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lite class in China.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

Generalized Social Capital versus Particularized Social Capital: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Chen Jie &Lu Chunlong　87……

Abstract:Scholars are still debating on the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ir roles in

sha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wo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
generalized and particularized — on the performance of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urban China , based on an original survey of 144 urban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in China' s three major cities.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eneralized

social capital embodied in the indiscriminative trust and inclusive social networks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lf-government institutions , while the particularized social

capital as manifested in discriminative trust and exclusive social networks has negative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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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ases Ying Xing　105…………………………

Abstract: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ases in Southwest China ,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point of “ field of Qi” ,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s of Chinese , and studies

the occurring mechanism of mass disturbances , which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x layers of conformation of the

“ field of Qi” , on the base of which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mass

disturbances:one is the mass disturbance based on stakeholders , the other is based on

non-stakeholders.In the end ,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mass disturbanc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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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interviews with 23 people aged 60-82 in

2008 , this article reports an in-depth study of life trajectories among low-income elder

people in Beijing.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variety of trajectory patterns exhibit among

those elders.With three directions in old age (improving , level and declining) and

patterns over lifespan(smooth and fluctuating), their trajector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types.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each type of trajectories.Elder' s life course

paradigm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elder people' s life stories.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1)although all of the poor elders belong to “ the poor” in current stage , they
are not homogenous group since they have diverse processes of poverty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2)the causes of old age poverty are mainly rooted in previous early-lif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factors linked to late-life stage;(3) in Chinese context , the

unexpected life events created under abrupt social transitions accounted much for the

fluctuating of elderly people' s poverty trajectories;(4)five types of 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old ag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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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 we surve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identify major research themes and

activities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the causal mechanisms

identified in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We organize our survey by the disciplinar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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